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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创中心、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等区域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已成为我国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区域科技创新高地建设也经历了从强调经济导向、科技导向，向强调科学、技术、产业、城市等多制度逻辑协同的转变过程。本文试图从多重制度逻辑视角建构当前区域科技创新高地建设的响因素，并采用动态QCA研究方法，揭示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与城市环境之间各因素相互影响的组态模式，提出区域科创高地建设的3种组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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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of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igh Ground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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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igh grounds, such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s and national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centers,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strategic initiative in China's pursui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igh grounds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emphasizing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orientations to emphasizing the synergy among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such as science,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urba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igh grou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Using the dynamic QCA research method, it aims to reveal the configurational patterns of mutual influence among factors such as scientific researc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environment, and proposes three configurational path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igh gr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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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科创高地通常是指科创要素集聚、科创成果及成果转化密度高、高科技产业发展集群化的区域，在一国或一个地区破解“中等技术陷阱”难题、实现技术跃升进而促进产业升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自党十八大以来，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加速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我国提出了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2]。纵观我国科技创新在区域层面的战略部署与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起，以经济逻辑为主导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建设；20世纪90年代，以科技创新逻辑为主导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力发展；2015年后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区域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快速崛起，形成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等多层次的国家创新高地[3]，区域科技创新高地的建设是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重塑，是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成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承载区和战略科技力量集聚区。对区域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是分析区域创新高地建设的核心要素，当前研究多从创新投入[4,5]、创新产出[6]、创新环境[7]、政策制度[8,9]以及数字经济[10,11]、新兴技术发展[12]等方面对区域科技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但区域科技创新高地建设是科技、经济、社会等诸多要素协同的综合作用，并作为物理空间载体的打造更需要和现代化城市功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绿色人文环境等多要素协同发展。因此，本研究从多制度逻辑视角建构新的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并采用动态QCA方法探究各因素相互影响的因果复杂性问题，动态QCA方法的创新性也能更好探究影响因素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对区域科创高地的影响差异性。
1   文献综述
1.1  多重制度逻辑与区域科技创新
Thornton[13]提出制度逻辑为“社会构建的、历史性的物质实践、假设、价值观、信念和规则的模式”[14]。多重制度逻辑视角被视为一个元理论框架，可用于分析社会系统中个体、组织和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15]。在社会层面上，Thornton[13]提出7种不同制度逻辑，分别为家庭、社群、宗教、国家、市场、专业和企业。Greenwood等[16]表明多重制度逻辑普遍存在，组织常面临不同制度逻辑混合的实际环境。Besharov等[17]总结发现多重制度逻辑下存在某一制度逻辑主导情景，倡导分析其对组织成功的启示。后续学者针对制度逻辑进行了多元探索，涉及管理、经济、环保、教育等多个领域，聚焦于区域和创新层面，Suzanne等[18]学者指出多重制度逻辑研究强调区域差异，进而推动区域内各主体或组织行动转型，同时也发现基于区域制度逻辑差异，将影响区域内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发展；Chen等[19]利用中国区域层面证据，也验证了不同制度逻辑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发展，体现在投资强度、产业集聚等方面。多重制度逻辑视角在区域创新层面的研究虽已开启，但仍作用于区域内创新主体层面的研究较多，对于整体区域的创新发展研究还相对缺乏。
1.2  区域科技创新高地影响因素
学者们从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区域创新生态、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可充分体现区域科技创新高地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黄鲁成[20]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在特定的经济区域内,创新的机构和组织，创新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以及协调各要素之间关系的制度和政策网络是区域创新系统的核心构成。柳卸林[21]认为区域创新体系是某一个地区内由各类创新主体形成的制度、机构网络，其目的是推动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近年来，学者们在区域创新体系研究基础上更强调创新主体之间，创新主体与环境的自适应、自组织和自协同等作用机制，进一步从区域创新生态视角对区域的科技创新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开展研究。Butler等[22]强调区域创新生态应发挥不同创新主体在一定创新环境中进行合作与互动实现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以最终达成动态均衡。陈强等[23]则从创新生产者、创新消费者、创新分解者和创新环境角度出发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评估了我国不同区域创新生态建设成效。由此可见，各类创新主体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制度与政策环境等是影响区域科技创新的重要因素。区域创新能力是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综合体现，对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即包括影响区域科技创新的重要因素，也体现了区域科技创新高地建设的产出目标。《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以知识创造能力、知识获取能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等五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各省级区域的创新能力；此外，学者们重点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环境等方面[24,25]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城市群、部分区域等进行科技创新能力测评对于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充分体现了围绕创新链条的区域科技创新影响因素。综上所述，学者们从创新主体、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环境和创新资源要素等维度围绕创新链条分析区域科技创新影响因素[26,27]，并且强调了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对提升区域科技创新水平与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但目前区域科技创新的影响因素对城市功能、绿色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环境等要素研究较为薄弱，且体现科产城人文要素融合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更有待深入研究。
1.3  区域科技创新评价研究方法
学者通常采用DEA评价法[28]、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29]、回归分析[30,31]、因子分析法[32]等探究区域科技创新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但DEA评价法[33]倾向于单一对效率评估，对多种影响因素交互作用下的现象和系统理解不足，处理多变量之间复杂关系时仍存在缺陷；因子分析法等侧重于简化数据结构以发现变量之间的共性关系，同样无法满足探索复杂的条件性因果关系和模式。但区域科创高地建设影响因素多样且各因素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机理错综复杂，当前影响因素研究大多利用传统回归模型等分析方式，自变量之间相互独立，仅考虑了单向线性关系或因果对称性，对变量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较为缺乏。
2   测度指标体系及模型构建
本文从多重制度逻辑视角建构影响区域科创高地建设的指标体系，综合Thornton和Besharov等学者研究，进一步聚焦制度逻辑内涵，针对区域科创高低建设目标，从科学逻辑、技术逻辑、经济逻辑和环境逻辑四个维度建构分析指标体系。科学逻辑体现为基于研究主体和平台的知识创造与整合，人才培养和吸引等；经济逻辑体现为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和培育未来产业；技术逻辑聚焦于关键技术突破，建立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网络，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培育产业科技创新平台等；环境逻辑则不仅关注创新创业环境营造，也包括面向未来智慧城市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推进科学文化普及，建设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环境等。基于此，鉴于数据的可获性与理论研究基础，进一步从科技创新主体、创新投入、创新平台与创新环境的具体测度指标建构四个逻辑导向下的组态分析指标体系。
2.1  科学逻辑与区域科技创新
区域科技创新立足于知识创新，科学研究发挥了基础功能，依托于高校[34]和科研机构孕育新知识和新思想，培育创新人才。本文采用高等院校数量和“软科中国大学排名”测度高校作为创新主体所发挥的作用，从数量和质量维度进行衡量，同时考虑到科研机构中科学家等创新主体，采用高被引科学家数量测度科学研究的主体规模。政府财政科学技术支出是指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对科学技术相关的一系列活动支持的总经费，通过衡量其占一般公共预算比重，能够反映出区域对科学研究方面投入比重。创新平台为科学研究提供载体，主要采用省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数量测度。近年来随着新型研发机构涌现，发挥了迎合创新需求和整合创新资源的作用[35]，并将其纳入创新平台测度指标。为充分体现科学学研究中新知识产出，采用高被引论文指标，以此反映在基础理论和软科学研究方面的创新产出[36]。
2.2  技术逻辑与区域科技创新
广义上技术创新是运用智力改进产品制作从而更有效和高质地满足自身需求的过程[37]，企业作为区域科技创新的主体，采用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反映技术创新主体的质量优势，考虑到数据可获性，将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规上有R&D投入企业占比和规上企业R&D人员占比综合作为技术创新主体体现质量和数量优势。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参考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中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采用规上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增速与规上企业R&D经费占总收入比重。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创新平台应以企业为主导，因此采用省级及以上技术创新中心数量、企业技术中心数量、工程研究中心数量测度。创新产出方面，发明专利体现的技术新颖水平和潜在商业价值最高[21]，采用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衡量企业技术创新产出。
2.3  经济逻辑与区域科技创新
区域科技创新的经济逻辑视角是实现产业的创新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不相同的是产业发展更着重体现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38]，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已成为当前区域科创高地的重要任务。本文采用上市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衡量产业发展中创新主体，产业创新平台使用省级及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和累计毕业的企业数量测度平台的规模与能力。区域创新产出体现为科技创新成果水平及其转化现实生产力的能力，采用高技术产业出口额占地区出口额的比重进行衡量[39]。
2.4  环境逻辑与区域科技创新
创新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创新活动的产出效率[40]，本部分对环境逻辑的测度既包括创新创业环境，也包括营造适宜区域科技创新的未来城市硬件环境。因此，本部分将科技中介机构、科普设施等作为城市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的测度指标，并采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绿色环境建设作为环境逻辑的测度指标，以单位GDP能源消耗和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测度宜居宜业环境的创新产出。
基于此，从科学逻辑、技术逻辑、经济逻辑、环境逻辑视角构建了影响区域科创高地建设的组态分析模型。考虑到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依赖关系，采用QCA研究方法进行分析[41]。为解决传统QCA存在的“时间盲区”问题，采用动态QCA研究方法，纳入对时间维度的考察[42]，对研究数据的时间效应和截面效应进行差异化分析，增强组态分析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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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区域科创高地建设组态路径分析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近年来，随着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立，以及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的打造，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高地不断崛起，对于分析研究区域科技创新高地建设组态路径有良好的实践支持。考虑到数据的代表性、可获性和有效性，选取2014年—2021年长三角区域GDP过万亿的七个城市，即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宁波、无锡、合肥作为样本，分别从科学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宜居宜业环境4个层面构建了15个一级指标和29个二级指标建构了指标体系。数据来源于各市政府统计年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火炬统计年鉴、省市科技局统计数据等，具体变量见表1、2。
表1  结果变量测度指标
	结果变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据来源
	测算公式

	科学学研究
	科学研究产出
	高被引论文发表论文数量
	Web of Science
	定位设定各市，统计各年份高被引论文数量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产出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各市政府统计年鉴-专利
	/

	产业发展
	产业发展成效
	高技术产业出口额占地区出口额的比重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高技术产业出口额/总出口额

	宜居宜业
	绿色低碳发展
	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
	各市政府统计年鉴-工业能源消耗
	吨标准煤/万元

	
	
	单位GDP工业废气排放降低
	各市政府统计年鉴-环境
	工业废气排放量（仪表立方米）/万元



表2  前因条件变量测度指标
	前因条件变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据来源
	测算公式

	科学学研究
	科学研究主体
	高等院校数量数量
	各市政府统计年鉴-教育
	/

	
	
	软科学实力（总分）
	软科中国大学排名
	/

	
	
	高被引科学家数量
	Web of Science
	任职各市且发表了高被引论文科学家数量

	
	科学研究投入
	科学技术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
	各市政府统计年鉴-公共财政
	/

	
	科学研究平台
	重点实验室数量（省级&以上）、新型研发机构
	政府规划报告、工作报告，各省科技局官方统计
	/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数量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主体
	有R&D规上企业占全部规上企业比重
	各市政府统计年鉴-工业
	有R&D规上企业/全部规上企业数量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火炬统计年鉴
	/

	
	
	规上企业中R&D人员占从业总人数比重
	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规上企业R&D人员/规上企业从业总人数

	
	技术创新投入
	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年均增速
	各市政府统计年鉴-工业
	规上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增速

	
	
	企业研发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规上企业
R&D/主营业务收入

	
	技术创新平台
	省级以上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数量
	各省科技局及政府工作报告
各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创建名单
	/

	产业发展
	产业发展主体
	上市企业数量
	A股、中概股、港股上市企业数量
	/

	
	
	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前5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
	/

	
	产业发展平台
	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
	各市科技局
	/

	
	
	形成技术应用转化基地数量
	
	从科技企业孵化器中累计毕业的企业数

	宜居宜业
	城市创新服务
	科技金融机构数量
	天眼查
成立时间为2014.01—2022.12
限定行业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数量
	
	

	
	
	科普基础设施数量
	各市政府统计年鉴-科协活动
	博物馆、展览馆
实体科技馆等

	
	基础设施建设
	智能化基础设施覆盖率
	各市政府统计年鉴-通信
	每万户移动电话数量

	
	
	职住平衡比例
	各市政府统计年鉴
	就业岗位数/居民就业数

	
	
	医疗床位数量增长比
	
	/

	
	
	教育学位增长比
	
	每年新增的高等学校在校人数

	
	绿色环境建设
	绿地覆盖率
	
	/


3.2  描述性分析与变量校准
对二级指标变量进行数据标准化后加权求均值后再进行下一步分析，遵循Ragin[43]提出的直接校准法，为案例赋予集合隶属分数，将每个变量结构化校准为模糊集中的隶属分数。各变量以95%分位数值作为完全隶属阈值，5%作为完全不隶属阈值，50%为交叉点。结果变量与前因条件变量的描述性分析与校准锚点如表3。
表3  描述性分析与变量校准
	结果和条件
	描述性分析
	校准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完全隶属点
	交叉隶属点
	完全不隶属点

	创新产出
	0.02
	0.99
	0.498 0
	0.290 400
	0.573 466 7
	0.419 875 9
	0.245 534 9

	科学研究主体SRS
	0.05
	0.97
	0.443 4
	0.349 531
	0.850 396 7
	0.362 693 9
	0.007 563 7

	科学研究投入SRI
	0.02
	0.99
	0.453 7
	0.293 593
	0.754 756 8
	0.147 451 9
	0.037 162 9

	科学研究平台SRP
	0.04
	0.96
	0.455 7
	0.332 866
	0.853 444 3
	0.180 200 7
	0.008 211 7

	技术创新主体TIS
	0.02
	0.97
	0.458 9
	0.304 235
	0.601 808 5
	0.431 981 5
	0.206 748 1

	技术创新投入TII
	0.00
	0.99
	0.485 5
	0.308 238
	0.578 841 6
	0.205 968 9
	0.112 565 3

	技术创新平台TIP
	0.02
	1.00
	0.479 5
	0.329 404
	0.605 509 1
	0.240 700 9
	0.056 566 7

	产业发展主体IDS
	0.05
	1.00
	0.480 4
	0.297 040
	0.509 056 1
	0.123 716 9
	0

	产业发展平台IDP
	0.02
	0.98
	0.492 9
	0.307 037
	0.765 127 4
	0.228 063 2
	0.041 730 3

	城市创新服务UIC
	0.03
	0.99
	0.430 8
	0.304 955
	0.495 714 2
	0.049 435 8
	0.017 066 6

	基础设施建设IC
	0.03
	0.98
	0.489 5
	0.278 721
	0.675 153 5
	0.480 146 3
	0.168 873 0

	绿地覆盖率GAC
	0.05
	0.96
	0.506 6
	0.359 334
	0.997 679 3
	0.912 171 7
	0.005 590 9


4   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4.1  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
采用QCA方法在进行组态充分性分析前，首先要检验单个条件（包括非集）是否为形成高创新产出的必要条件[44,45]。在QCA中，若条件X是结果Y的必要条件，需要满足一致性水平（consistency）大于（或等于）0.9，同时需具有较高的覆盖率和大于0.5的必要相关性（RoN）得分[46]。在面板数据QCA分析中，还需考虑调整距离，当调整距离大于0.2时，需要进一步研究条件的必要性[47]。表4为使用R软件输出的数据检验结果，虽有一部分前因条件变量调整距离大于0.2，但汇总一致性水平均小于0.9，可看出单一条件均不是形成（或缺乏）高创新产出的必要条件，需要对条件变量的组合效应进行进一步分析。
表4  单个必要条件的分析结果
	变量
	形成高创新产出
	缺乏高创新产出

	
	一致性
	覆盖度
	组间一致性
调整距离
	组内一致性
调整距离
	一致性
	覆盖度
	组间一致性
调整距离
	组内一致性
调整距离

	SRS
	0.691
	0.615
	0.282 
	0.289 
	0.615
	0.544
	0.289 
	0.433 

	~SRS
	0.588
	0.658
	0.250 
	0.490 
	0.655
	0.727
	0.205 
	0.460 

	SRI
	0.704
	0.641
	0.109 
	0.426 
	0.663
	0.599
	0.257 
	0.325 

	~SRI
	0.632
	0.693
	0.337 
	0.540 
	0.673
	0.732
	0.321 
	0.456 

	SRP
	0.682
	0.624
	0.176 
	0.389 
	0.634
	0.576
	0.362 
	0.390 

	~SRP
	0.609
	0.665
	0.215 
	0.473 
	0.656
	0.711
	0.266 
	0.420 

	TIS
	0.660
	0.608
	0.279 
	0.480 
	0.667
	0.610
	0.180 
	0.423 

	~TIS
	0.638
	0.693
	0.289 
	0.453 
	0.639
	0.689
	0.247 
	0.473 

	TII
	0.614
	0.598
	0.257 
	0.530 
	0.721
	0.697
	0.202 
	0.346 

	~TII
	0.704
	0.728
	0.340 
	0.486 
	0.611
	0.626
	0.266 
	0.453 

	TIP
	0.798
	0.768
	0.125 
	0.252 
	0.521
	0.498
	0.308 
	0.537 

	~TIP
	0.516
	0.539
	0.298 
	0.587 
	0.778
	0.807
	0.141 
	0.322 

	IDS
	0.746
	0.720
	0.154 
	0.399 
	0.579
	0.554
	0.273 
	0.453 

	~IDS
	0.569
	0.594
	0.318 
	0.567 
	0.731
	0.757
	0.199 
	0.322 

	IDP
	0.745
	0.737
	0.106 
	0.305 
	0.595
	0.584
	0.404 
	0.413 

	~IDP
	0.588
	0.599
	0.205 
	0.537 
	0.742
	0.750
	0.189 
	0.386 

	UIC
	0.812
	0.702
	0.173 
	0.252 
	0.573
	0.492
	0.263 
	0.486 

	~UIC
	0.552
	0.631
	0.395 
	0.523 
	0.740
	0.839
	0.138 
	0.392 

	IC
	0.715
	0.703
	0.228 
	0.426 
	0.647
	0.631
	0.237 
	0.456 

	~IC
	0.637
	0.653
	0.263 
	0.453 
	0.710
	0.722
	0.221 
	0.356 

	GAC
	0.625
	0.636
	0.215 
	0.483 
	0.584
	0.589
	0.273 
	0.483 

	~GAC
	0.582
	0.577
	0.340
	0.550 
	0.632
	0.621
	0.292 
	0.420 


~表示模糊集“非”运算,如~A= 1-A,其中 A 表示集合
4.2  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
组态分析旨在揭示多个条件组成的不同组态对结果产生的充分性，即探索多个条件构成的组态是否是结果集合的子集。在充分性分析中，一致性水平得分至少为0.75，同时需要具有较高覆盖度，PRI得分也需高于0.5[48]。参考Preya[49]提出的面板数据QCA充分性检验，结合Ragin[43]和Malcolm[50]等人的研究，以中间解为主，简约解为辅，寻找符合条件的组态路径纳入到组态充分性分析的结果中。剔除掉组态路径中案例无效、条件变量大量缺失和覆盖度较低的路径，共得到7条“形成高创新产出”组态路径（表5）和6条“缺乏高创新产出”组态路径（表6）。
4.2.1  形成高创新产出组态分析
对于形成高创新产出的7种组态，单个组态解和总体解一致性水平均高于标准值0.75，其中总体解一致性为0.763，覆盖度为0.891，可将7种组态视为形成高创新产出的充分条件组合，根据不同类型平台和主体、环境在各组态路径中发挥的不同作用，可进一步归纳出区域科创高地建设的三种组态路径。
模式一（M1）为科学研究平台与科研主体协同，着力前沿创新型。组态1和组态2体现了该模式，科学研究平台均发挥了核心作用，科学研究主体则发挥了辅助作用。在组态1中，以上海市2014年—2021年的发展趋势为代表，上海市创新资源集聚不断加强，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上海市重点实验室数量超过200家。科研实验平台布局基础前沿领域，通过高水平科研引领，极大地推动了区域内相关产业和研究机构的创新水平提升。同时上海市集聚了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数十所优质高等院校，不仅培养了高素质人才为各专业领域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还配合区域内科研实验平台，打造了一流研究团队，促进了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在组态2中，当以企业为主导的技术创新主体不足时，依托科研平台和科研主体的协同创新，配合科技企业孵化器为主的产业发展平台以及科技金融和科技中介机构为主的城市创新服务建设，同样可以实现高创新产出。2019年—2021年合肥的创新发展趋势体现了组态2模式。合肥作为最早一批建成国家大科学装置的城市，其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以大科学装置为核心层，先后启动了合肥先进光源、强光磁集成实验装置等预研工作[51]。配合国家大科学装置建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科研主体辅助其开展研究。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形成高质量创新发展，合肥打造了大科学装置“沿途下蛋”模式，发挥科研平台创新的核心作用，科技孵化器和科技金融机构加以辅助，实现了成果、资本、科技融合，弥补了合肥高新技术企业和规模以上有研发的企业相比上海和苏杭存在的差距，打通“科研-转化-产业”的创新过程。
模式二（M2）为技术创新平台与创新环境协同，构筑创新生态型。组态3体现了该模式，其中技术创新平台发挥了核心作用，产业发展主体、基础设施建设、绿地覆盖率和科学研究投入发挥了辅助作用，苏杭两市近年来创新发展趋势充分体现了这一组态路径对区域科创高地建设的影响。苏杭两市拥有的企业技术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技术创新平台数量超过千家，远高于长三角其他城市，其中苏州企业技术中心数量遥遥领先，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数量位居浙江省首位。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本身具有较高层次、较高水平研究实力，是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核心和技术进步主要依托[52], 其对外连接高校和科研院所，汇聚前沿科技资源；对内凝聚企业创新能力，为企业提供成熟技术和产品，推动了产业技术创新和升级。苏杭地区作为制造业重镇，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吸引了上市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集聚，形成了高质量产业发展主体梯队，其平均研发支出、研究人员占比、发明专利平均密度均高于一般企业，具有较强创新性和成长性，带动了区域内企业科技创新效率提升[53]。
与此同时，长三角区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高地，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智能化基础设施提高了信息传递和合作的效率，有利于知识流动和创新资源共享。其次是长三角区域率先实施绿色转型和绿色创新，创造了宜人的工作生活环境，有助于吸引高水平人才集聚。由此组态3模式构筑起了优质创新生态，在完善基础设施和绿色环境支持下，使企业创新活力迸发涌进，促进区域形成高创新产出。
模式三（M3）为技术创新平台与科学研究主体协同，打通产学研创新型。组态4—组态7分析结果体现了该模式，技术创新平台发挥了形成高创新产出的核心作用，辅以科学研究主体和产业发展平台的支持。基于此，组态5—组态7中进一步强调了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辅助作用，充分体现了以技术创新平台为牵引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路径。在此基础上，组态6强调了城市创新服务体系的支撑作用和组态7中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创新产出的重要性，随着长三角区域基础设施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医疗住房就学等配套服务供给不断完善，更有助于吸引优秀人才流入与本地高素质人才留住，进一步说明创新环境在促进产学研合作，与技术创新平台、科学研究主体协同推进区域科创高地建设的重要性。
表5  形成高创新产出的组态
	条件
	组态解

	
	M1
	M2
	M3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组态5
	组态6
	组态7

	科学研究主体
	●
	●
	
	●
	●
	●
	●

	科学研究投入
	⊗
	
	●
	
	
	
	

	科学研究平台
	●
	●
	
	
	
	
	

	技术创新主体
	
	⊗
	
	
	●
	●
	●

	技术创新投入
	
	
	
	
	
	
	

	技术创新平台
	
	
	●
	●
	●
	●
	●

	产业发展主体
	
	
	●
	
	
	
	

	产业发展平台
	
	●
	
	●
	●
	●
	●

	城市创新服务
	
	●
	
	
	
	●
	

	基础设施建设
	
	
	●
	
	
	
	●

	绿地覆盖率
	
	
	●
	
	
	
	

	一致性
	0.840
	0.916
	0.847
	0.845
	0.871
	0.910
	0.892

	原始覆盖度
	0.424
	0.358
	0.388
	0.517
	0.417
	0.459
	0.456

	唯一覆盖度
	0.003
	0.004
	0.040
	0.046
	0.006
	0.005
	0.000

	案例（列举）
	上海（2014-2021）；
合肥（2014-2015）
	南京（2021）；
合肥（2019-2021）
	苏州（2014-2016）；
苏州（2019-2021）；
杭州（2017-2021）
	南京（2015-2020）；
杭州（2018-2021）；
上海（2015-2021）
	南京（2017-2020）；
杭州（2018-2021）
	杭州（2018-2021）；
南京（2020-2021）
	上海（2015-2021）；
杭州（2018-2021）

	总一致性
	0.763

	总覆盖度
	0.891


●代表核心条件存在，●代表边缘条件存在；⊗代表核心条件缺乏，⊗代表边缘条件缺乏；空白表示条件可有可无。
4.2.2  缺乏高创新产出组态分析
在缺乏高创新产出的6种组态中，单个组态解和总体解一致性水平也均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0.75，其中总体解一致性为0.765，总体解覆盖度为0.774，6种组态可视为缺乏高创新产出的充分性条件组合，进一步将6种组态归纳为3种模式。
模式四（M4）是缺乏载体与合作桥梁，产业发展平台受阻型。该模式体现为组态8和组态9，产业发展平台作为核心缺失条件，导致其他条件变量如技术创新主体、技术创新投入和绿地覆盖率对区域创新产出的提升效果不显著。模式五（M5）是缺乏高质量创新主体与绿色环境，创新生态受阻型。该模式包括组态10—组态12，其中产业发展主体与绿地覆盖率作为核心缺失条件，表明在上市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创新主体数量欠缺与绿色环境不佳时，即使其他条件变量作为核心条件或辅助条件存在，仍不利于区域形成高创新产出。组态10中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创新环境的一部分，需要与绿色环境相辅相成。健全基础设施有利于吸引人才流入，而对宜居宜业生活环境的追求提升了绿色环境的重要性。国内学者也指出青年人才群体更加关注城市环境宜居性，其居留意愿更易受城市环境质量影响[54]。模式六（M6）是创新投入难以单独发挥作用，要素协同缺失型。组态13解释了缺乏高创新产出的特殊情况，创新投入条件对其影响较弱。七个长三角城市统计数据显示，科研创新投入要素并不是高创新产出的关键因素。相反，形成高创新产出更需要科研主体、企业平台和创新环境的协同作用。
表6 缺乏高创新产出的组态
	条件
	组态解

	
	M4
	M5
	M6

	
	组态8
	组态9
	组态10
	组态11
	组态12
	组态13

	科学研究主体
	
	
	
	●
	●
	

	科学研究投入
	
	
	
	
	
	●

	科学研究平台
	
	
	
	●
	
	●

	技术创新主体
	●
	●
	
	
	
	

	技术创新投入
	●
	
	
	
	
	●

	技术创新平台
	
	
	
	
	
	

	产业发展主体
	
	
	⊗
	⊗
	⊗
	●

	产业发展平台
	⊗
	⊗
	
	
	●
	

	城市创新服务
	
	
	
	
	
	

	基础设施建设
	
	
	●
	
	
	●

	绿地覆盖率
	
	●
	⊗
	⊗
	⊗
	●

	一致性
	0.886
	0.846
	0.921
	0.927
	0.852
	0.816

	原始覆盖度
	0.429
	0.413
	0.406
	0.380
	0.388
	0.286

	唯一覆盖度
	0.032
	0.008
	0.015
	0.017
	0.041
	0.008

	案例（列举）
	苏州（2019）；
宁波（2016-2020）
	无锡（2019）；
宁波（2016-2020）
	宁波（2015）；
合肥（2014、2016）；
南京（2020）
	合肥（2014-2021）；
南京（2020）
	南京（2014-2020）；
合肥（2016、2018-2021）
	苏州（2020）
杭州（2014、2019-2020）

	总一致性
	0.765

	总覆盖度
	0.774


●代表核心条件存在，●代表边缘条件存在；⊗代表核心条件缺乏，⊗代表边缘条件缺乏；空白表示条件可有可无。
4.3  面板数据QCA结果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QCA方法的时间盲区对区域科创高地建设的组态路径影响，采用Garcia-Castro等[47]和Preya等[49]提出的方法分析面板数据QCA结果，主要使用三个度量指标汇总（Pooled）、组间（Between）和组内（Within）[55]，并利用其一致性来检验区域—年份数据集中的各个子集。
4.3.1  时间效应分析
参考现有研究，利用组间一致性研究组态中的时间效应。计算形成高创新产出组态组间一致性水平，其中组态1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结果大于0.2（如表7），其他组态结果均小于0.2，表明形成高创新产出组态中，组态1存在显著的时间效应。组态1中组间一致性水平整体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组态解释力度提高，结合组态1代表的M1，可以看出长三角区域城市逐年完善实验室为引领的科研平台搭建，进一步发挥科研实验平台对区域创新产出对推动和支持作用。在2016年后，组态1表现出更强的解释力度，可能与该年为“十三五”开局之年相关，根据国家战略部署，长三角区域作为我国创新高地，加强了实验室和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强化了科研平台对区域形成高创新产出所发挥的核心作用。
计算缺乏高创新产出组态8～组态13组间一致性水平，各组态在2019年—2021年或2020年—2021年间一致性水平出现显著下降趋势，解释力度降低，组态13最为明显，其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大于0.2，存在显著时间效应。造成该原因可能与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相关，2019～2021年间我国各省市相继进行了封锁、社交隔离等措施，高校与科研机构等科研活动被迫停滞，企业停工，整体创新环境受到冲击，进而导致区域创新产出受挫。
表7 形成（缺乏）高创新产出各组态组间一致性水平
	
	模式
	组态解
	组间一致性距离
BECONS Distance
	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
BECONS Adjusted Distance

	形成高创新产出
	M1
	组态1
	0.064
	0.205

	
	
	组态2
	0.21
	0.067

	
	M2
	组态3
	0.047
	0.151

	
	M3
	组态4
	0.048
	0.154

	
	
	组态5
	0.036
	0.116

	
	
	组态6
	0.032
	0.103

	
	
	组态7
	0.033
	0.106

	缺乏高创新产出
	M4
	组态8
	0.042
	0.135

	
	
	组态9
	0.051
	0.167

	
	
	组态10
	0.038
	0.122

	
	M5
	组态11
	0.043
	0.138

	
	
	组态12
	0.047
	0.151

	
	M6
	组态13
	0.085
	0.273


4.3.2  截面效应分析
为探究QCA组态中区域存在的差异性，借助组内一致性讨论组态截面效应。在形成高创新产出7种组态中，组态1和组态3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大于0.2，存在显著的截面效应。在组态1中，科研平台发挥核心作用，上海和合肥处于领先地位，拥有丰富的实验室资源和重点实验室体系，引领创新发展；无锡在此路径上解释力度较弱，其科研平台建设尚不完善，缺乏高质量高校和优秀创新团队。组态3强调企业在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对浙江省城市的解释力度最优，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发展与整体创新密切相关，样本城市大多拥有大量优质企业，解释力度较强；相比之下，合肥在上市企业和高质量企业方面略显不足，导致组态3对其解释力度较低。
在缺乏高创新产出6种组态中，组态9和组态13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大于0.2，存在显著截面效应，结合其代表的具体有效案例，组态9对宁波无锡解释力度较好，与地区产业发展平台数量的劣势相关。组态13作为特殊组态，案例覆盖度较小，对大部分样本城市解释力度较低，仅有个别城市个别年份投入侧数据出现较大波动情况下存在一定解释力度，不确定性较大，但从反向表明了区域形成高创新产出需要依托科研主体、企业主体、企业平台与创新环境协同。
表8 形成（缺乏）高创新产出各组态组内一致性水平
	
	模式
	组态解
	组内一致性距离
WICONS Distance
	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
WICONS Adjusted Distance

	形成高创新产出
	M1
	组态1
	0.077
	0.258

	
	
	组态2
	0.035
	0.117

	
	M2
	组态3
	0.067
	0.225

	
	M3
	组态4
	0.051
	0.171

	
	
	组态5
	0.046
	0.154

	
	
	组态6
	0.042
	0.141

	
	
	组态7
	0.044
	0.148

	缺乏高创新产出
	M4
	组态8
	0.059
	0.198

	
	
	组态9
	0.074
	0.248

	
	M5
	组态10
	0.033
	0.111

	
	
	组态11
	0.033
	0.111

	
	
	组态12
	0.045
	0.151

	
	M6
	组态13
	0.072
	0.242


5   主要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多重制度逻辑视角，从科学、技术、产业与城市维度更好的体现了区域科创高地建设的影响因素，尤其是采用动态QCA研究方法可以更适合地探究多类因素相互协同作用对区域科创高地建设的影响机制，对组态路径在时间效应和截面效应的分析，更好地体现了各城市在创新驱动发展过程中的时间阶段差异和区域差异。
在三种区域科创高地形成高创新产出的组态路径中，上海、合肥体现了以科学研究平台与科研主体协同的前沿创新型发展模式，需要更好的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引领作用；杭州、宁波、苏州等优质企业集聚的城市，更需要注重企业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协同，以良好的创新生态推动区域科创高地建设；南京等在科研平台、产业平台、企业主体多方面发展较为均衡的城市，需要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平台的作用，以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绿色低碳城市环境营造等加强产学研合作，促进区域科创高地的高水平创新产出。
通过对缺乏高创新产出的组态路径分析，缺乏连接科学、技术与产业的平台载体、缺乏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以及各创新要素的协同都会对区域科技创新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从而使创新投入这一关键要素的核心作用都丧失了显著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以可持续发展的都市环境促进各创新要素的协同，打通创新链各环节的衔接壁垒，是推动区域科创高地建设的重要路径。
区域科创高地建设的组态路径受到自身发展的优势基础与薄弱环节，以及重大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部署、公共突发事件等影响，存在时间和区域的差异性。各区域既要紧密围绕自身发展优势基础，积极抓住政策发布窗口期，紧随国家前沿政策布局，调整当地创新系统，也要警惕公共危机事件，降低其对区域整体科技创新发展的负面影响。
本文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样本选取上，仅挑选了长三角区域GDP过万亿的城市，样本偏差可能影响研究的代表性，得出的组态路径需要进一步在更大范围内检验是否可行，如下一步可广范围的纳入京津冀或粤港澳等科创高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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